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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言

政治发展的核心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即政府为民众提供安定、繁荣的生

活环境的能力。为什么国家间的治理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已有研究大多采用

主观评估指数来测量治理能力，且经常关注内生性较强的解释变量，所作出的

因果论断难以令人信服。鉴于此，本文依据客观绩效指标来测量治理能力，并

试图探究在较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治理能力。基

于对全球各国当代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家形态在历史上存在的

时间长短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来源，前现代社会所积累的制度记忆和官僚文

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代社会的治理。分裂的族群关系极大地制约着治理能

力的发展。英国的殖民统治经历和普通法传统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好

的治理能力，而被法国殖民的经历给发展中国家留下明显的负面遗产。运用实

证研究的结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治理能力的历史文化根源。

政治发展的概念出现于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的西方学界，其主要背景是西方殖

民体系开始走向瓦解，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催生了大量的新独立国家，原来

保留了独立地位的国家也在经历政治变革，兴起了一批新的政权。此时，美国

刚从孤立主义政策中走出，亟须加深对新独立国家的了解并影响它们的发展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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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由于战后的苏联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整套发展模

式，美国必须系统地阐述一套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策略，并将其作为与苏

联进行全球竞争的智力资源。为应对这一需求，美国联邦政府和民间基金会投

入了大量资金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美国学者笔下的政治发展概念，表面

上指的是前现代的政治体制为适应现代化而进行的自我完善，实际上与资本主

义阵营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现实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

既然使用了“发展”一词来描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这就意味着政治应当向

更好的方向前进，最终达到某种理想的状态。然而，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终点

究竟是什么？美国学者派伊曾在《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中列举了对政治发展

的十种不同理解，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１）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２）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取代其他的国家形式；（３）政治发展是建立完善的行政

秩序和法律秩序；（４）政治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即效仿欧美国家实行多党轮

流执政，普及选举权，保障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５）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

序的变迁；等等。对于政治发展的很多定义方式显然是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的。比如，将政治发展与民族国家等同起来，这是对西欧历史上“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建国模式的无条件认同。再如将政治发展看作民主制度的建立，

这一观点也预设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优越性，就连派伊自己也承认：“……民主是

一个充满价值意味的词，而发展则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因此把民主的建立当作

政治发展的钥匙，会被认为是贩卖美国或至少是西方的价值观。”①

如果站在一个价值中立的角度，不难认同这样的观点：政治发展的核心是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也就是创造一个能够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质量不断提

升的政治环境。围绕国家治理能力来定义政治发展，其优点在于避免人们因价

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对政治发展的实质争论不休。试想，如果将政治发展

视作某种特定制度形态的建立，那么有人会认为发展意味着迈向多党竞争体

制，其他人则会强调权力的集中和运行效率；有人会认为发展要求公民积极参

与到竞选投票、游行抗议等政治活动中，其他人则会质疑一般民众的参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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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认为动员国家权力引导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他人则会倡

导清静无为的“守夜人国家”……类似这样的争论，不一而足。

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待政治发展，不仅能够争取到研究者的最大程度

共识，而且为观察和解释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的差异提供了一条路径。为

什么国家间在治理绩效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究竟起源

于何处？此前学者已经在解释国家治理水平的问题上贡献了大量成果，他们关

注的要素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法律传统、宗教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

平、政治制度、全球化程度等。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出

新的贡献。第一，迄今为止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大多采用了世界银行的治

理指数或其他的主观评估指数，这些指数根植于西方价值观，实质上将善治与

西方的社会经济模式画等号。我认为，对治理水平的测量应该基于客观的绩

效，而不是主观印象。因此，本文将采用客观指标衡量国家治理水平，其范围包

括人身安全、营养供给、基础设施和收入增长等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内容。

第二，以往研究常常用一些内生性较强的因素来解释治理水平的差异，如民主

程度或对外开放程度。然而这些因素既可能是善治的原因，也可能是其结果。

除非能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否则相关研究应当严格采用外生性的变量，这

也是本文所选择的路径。第三，本文将着重强调“国家历史”对于政治发展的决

定作用，所谓“国家历史”，指的是一个当代国家的领土在历史上有多长时间、多

大面积被一个较大规模的政治实体所统治。此前研究治理水平的学者基本忽

略了这一要素，本文则指出，一定地域范围内历史上被有效统治的时间越长，所

积累的治理经验就越丰富，这种经验对于当代治理水平有着重大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说明在测量国家治理能力时客观绩效指标相

对于主观评价指数的优点。第三部分基于已有文献，讨论决定国家治理能力的长

时段结构性因素，并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结

果。第五部分结合跨国研究的结论，简要分析中国治理能力的历史起源。

二、 治理能力的测量

政治发展意味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但如何测量国家治理能力？自 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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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８０年代以来，治理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学者们对

治理有着不同的定义。福山指出，人们一般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治理的概念。①

第一种定义主要关注国际治理，尤其是主权国家以外的机构进行的国际合作。

这类文献主要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如何加强合作，以

弥补主权国家在应对跨国问题上的能力缺陷。第二种用法关注的是公共行政

机构的治理能力，即“善治”，主要考察是否存在一个清廉高效的官僚机构。这

一用法主要盛行于参与对外援助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内部，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

援助机构普遍认为，只有当受援国建立了良好的治理体系时，援助才能发挥应

有的作用。第三种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多个机构间的协同治理。在这个多中

心的体系中，政府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能居高临下地对社会进行管理，治理的

过程要通过国际组织、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公司间的协商与合作来完成。很

显然，要对国家治理能力进行测量，首先要明确是在哪一种意义上使用治理的

概念。

本文中所称的国家治理能力，主要指政府为民众提供安定、繁荣的生活环

境的能力。无论来自何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总是有着一些

共同的需求。将政府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视作政治发展的目标，应当不存在争

议。纵观已有文献对治理能力的测量，大致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对政府机构的

组织形态和运作特征进行描述和编码，以此来形成治理能力的指数；第二是观

察国家治理的绩效和结果，以此来评判治理能力。两种方式各有优劣，相比较

之下，第二种测量路径更加符合本文对于治理能力和政治发展的理解。以下我

们对这一判断做出解释。

在测量治理能力的第一种方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是世界银行开发的

“世界治理指数”（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ＧＩ）。该指标的创立者考

夫曼等人将治理定义为“一个国家赖以行使权威的传统和制度”，具体包括三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监督和替换政府的方式，二是政府有效地制定和执行政

策的能力，三是公民和国家对社会治理机构的尊重。每个方面的内容下包括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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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体的测量维度，共形成六个指标：（１）话语权和问责制；（２）政局稳定和暴力

避免；（３）政府的有效性；（４）监管质量；（５）法治；（６）防治腐败。①该指标是以其

他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和学者所做的调查和统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涵盖了世

界范围内 ３２个组织创建的 ３５个独立数据源。②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调查一般以

国别专家、商界人士和普通民众为对象，通过采访或问卷调查的方式，询问他们

对相关国家的某一治理领域水平的主观评价。③

世界治理指数自问世以来，得到学者和决策者的广泛使用，但同时也面临

许多的批评声音。依据本文对治理能力的定义，世界治理指数主要存在两大

问题。第一，该指数的主要依据是政府机构的组织形态和运作特征，然而其对

“善治”的理解是根植在西方政治价值观中的，明显反映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

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西方式民主的特征。

比如，话语权和问责制指标，对应的分别是媒体自由和民主选举，而法治指标很

大程度上对应的是司法体系独立于行政控制。④我们当然不否认选举和司法独

立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有其可取之处，本文反对的是将特定的制度安排和治理

能力等同起来。实际上，不少研究发现官僚队伍的质量比民主体制更能决定一

个国家的治理绩效。⑤因此，我们主张将“治理能力”和“民主”这两个概念严格

区分开来。

第二，世界治理指数主要依赖受访对象的主观评价，因此它测量的是人们

对于治理的感知，而不是治理能力本身。测量一个现象本身与测量对其的感知

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比如，有研究显示，人们对于犯罪风险的感知与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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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率之间有较大落差，对于腐败程度的感知与实际腐败状况也有很大区别。①

更何况，包括世界治理指数在内的多数主观测量都主要依赖精英评判，而缺少

来自普通民众的参与。２０１０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解释指标方法论的文章指出，在

所使用的 ３２个第三方数据源中，２３ 个来自专家评价，只有 ９ 个来源于民意调

查。来自官方、非政府组织和咨询机构专家的主观评分占数据源总体的 ７２％，

而直接体现民众评价的仅为 ２８％。作为最直接的利益攸关者，本国民众对国家

治理状况的评价远不如精英评判的权重，而西方精英未必有长时间在某国生活

的经历，其所了解到的社情民情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测量治理能力的第二种方法是直接观察国家治理的绩效，对政府在一系

列问题上取得的成绩进行量化。用来衡量治理能力的内容应该是与民众生活

质量息息相关的，无论身处何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能够认可这些内容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罗特伯格是主张以绩效和结果来测量治理能力的学者之一，

他认为治理就是绩效，即政府提供各类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这些服务是用来

满足公民的“需要、愿望和期待”的。②从这一考虑出发，治理绩效至少应包含以

下内容：（１）基本的人身安全，国家不受外敌侵扰，民众不因战争或犯罪频发而

身处险境；（２）基本公共品的提供，包括卫生的食物和饮用水、便捷的交通、良好

的居住条件等；（３）繁荣的经济，保证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４）所有民众得到

政府公正的对待，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歧视。这种测量方法的基本假设是，

治理能力最终必须体现在一系列可观察到的指标上，可以通过这些客观指标来

推断政府的质量。直接测量政府质量固然是一个好的想法，但在缺乏客观的衡

量标准的情况下，依靠精英的主观印象显然容易造成偏误。而且，即便一个国

家拥有高质量的行政队伍，其官僚体系是否会被用于改善民众生活质量，仍然

取决于政治领袖的决策。历史上并不缺乏政治家运用一个高效的官僚体系来

作恶的例子。因此，以政府服务的结果来测量治理能力，是一种较为可行的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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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治理绩效并不完全由治理能力决定，有许多国家能力无法控制的因

素会影响客观的治理结果。①比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受到气候条件

和资源禀赋的制约，粮食产出可能受到地形条件的制约等。因此，以各种结果

指标来测量治理能力也是有一定不足之处的。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将尽量控制

如气候、地理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以更好地检验其他人为因素对治理能力

的决定作用。

三、 国家治理能力的来源

本文将治理能力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并试图寻找决定一国治理能力

的深层原因。以往关于国家治理水平的研究受到新制度主义流派的影响，致力

于探究制度建构和政策制定对治理的决定作用。此类研究一般将自由民主制

度和市场经济作为制度建设的模板，通过实证分析来证明制度对于治理结果的

重要性。比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和对精英权力的限

制是确保繁荣的制度条件。②布莱德和凯泽发现民主政体更能将经济增长转化

为穷人粮食摄入量的增加。③石山的研究显示一党体制的治理水平与民主体制

持平，并且优于其他类型的威权政体。④穆克吉和杜塔提出，积极参与经济和社

会全球化能提升国家治理水平。⑤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和政策是具有很强内生性

的变量，一个社会中的精英偏好、组织技能、冲突裂痕等因素既决定了制度的形

态，也影响着最后的治理绩效。更重要的是，良好的治理绩效可能反过来促成

“好制度”的生成。除非采取严格的实验方法来比较不同制度的后果，我们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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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制度与治理结果间的因果效应。①基于这一点考虑，本文主要聚焦于外生性

变量对治理能力的解释作用，这些变量都是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短

时期内基本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不容易被精英人为操纵，因此是比较理想

的解释变量。我们认为，国家治理能力可能来源于以下四个因素：国家历史；宗

教与文化；殖民遗产与法律传统；社会的族群构成。

（一） 国家历史

治理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官僚队伍的质量，这是许多治理研究

的共识。②无论是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品，还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

平，都需要高素质的官僚体系。优秀的官僚队伍唯才是举，具有较高的自主性，

能够独立于社会力量制定发展目标，善于收集和处理各种外部信息，并能够有

效地将政策落到实处。③那么，优质的官僚队伍又是如何造就的呢？近来的研究

表明，国家历史是决定官僚组织能力的重要因素。国家历史（ｓｔａ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指的

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在历史上有多长时间、多大面积被可以称为“国家”的政治实

体所统治。一般认为，国家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国家出现的

标志包括：（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分离，即出现了一个专职于权威行使和社

会管理的阶层，社会中出现明显的等级制；（２）统治者基本垄断了暴力的使

用，出现了军队、警察一类的专门性暴力机关，权威的行使得到强制力的支

持；（３）政治实体的边界相对固定，权力行使是基于地域范围的，而不是基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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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联系。①在世界历史中，有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国家，且国家形态基本不间断

地保持了下来，而有些地区长期停留在“前国家”的部落社会阶段，直到西方殖

民者到来才建立起集权化的政治组织。

国家历史能够为官僚组织的能力建设提供宝贵的资源。②首先，漫长的国家

历史为公共行政的制度安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到分科

设岗，从中央机构的权力分配到地方行政的组织，完成这些功能的制度需要通

过长时间的试错和改进才能被建构起来。公共行政体系基本定型之后，通过文

字记载和代际知识传递的方式保留下来，无论一个社会经历怎样的动荡，只要

和平得以恢复，它就很快能重建其官僚体系。比如当代中国行政体系中使用的

考试选官、干部考核、干部监督、中央巡视地方等制度，其核心精神基本继承了

汉唐时期的官僚体制。其次，官僚能力不仅依赖合理的制度设计，也取决于行

政人员的知识和态度。悠久的国家历史遗留下一种“官僚主义”文化，受其影

响，社会上有相当数量的人们养成了服从上级、严守纪律、规避风险、注重保存记

录等习惯。由此形成的巨大人才库，随时可以为官僚组织提供合格的行政人员。

反观许多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中高级行政职务长期被殖民者占据，在获得独立

地位以后，新国家一时难以寻觅足够的行政人才填补欧洲人留下的空缺，官僚能

力因此大受影响。再次，长期生活在统一国家中，能够培育共同的语言和文化，

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人与人间的信任感。丰富的社会资本会有效减少官民间的

对立，使得政府人员深深地“嵌入”到社会之中，从而增强官僚组织的效率。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解释国家治理能力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一：一国疆域在历史上被国家统治的时间越长，该国的治理绩效越好。

（二） 宗教与文化

文化是社会中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的总和，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也决

定着某个社会采用的治理模式。一直以来，学者们非常关注文化与治理的关

７０２

国家治理能力与政治发展：国家间差异的历史起源

①

②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Ｆｒｏｍ Ｐｒｅｈｕｍａｎ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ａｒｒａｒ，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２０１１，ｐｐ．８０—８１．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Ｂｏｃｋｓｔｅｔｔｅ，Ａｒｅｅｎｄａｍ Ｃｈ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 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ｈｅ 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ｒ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７，Ｎｏ．４（２００２），ｐｐ．３４７—３６９．



系，不少人认为一些文化特征能够促进或阻碍治理绩效的取得。比如诺思虽然

强调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也认为这种良好的制度很大程度上

来源于非正式规范、习俗和行为守则。①帕特南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尤其

强调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能够提升集体行动和协作能力，有利于公共品的

提供。也有研究者认为，腐败和低效治理的根源是“特殊主义”的政治文化，相

对应的解决方案是建立起“普世主义”的规范———公共品应当公平、公正地分配

给所有公民。②

宗教信仰是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决定了人们对于权威、政教关系和社会等

级的一系列看法。亨廷顿更是认为：“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

通常是宗教。”③拉·波塔在其关于政府治理能力的著名研究中，将宗教作为一

个社会中工作伦理、容忍、信任等文化特征的代理变量。④在围绕宗教和社会经

济发展的讨论中，最著名也最富有争议的是韦伯关于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发

展的论断。韦伯提出，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表现出了现实禁欲主义和理性主

义的精神，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的研究者大多将新教视作有利

于社会发展的文化特征，其主要原因是：新教要求信众直接阅读《圣经》原文，从而

促进了教育水平和识字率的提升；新教曾在历史上遭遇到政权的迫害，因此热衷

于捍卫宗教团体和基层社会的独立性，这可以培育活跃的社会自治力量；新教

是鼓励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有利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和民主参政的建立。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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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其他一些宗教被认为有排外主义的倾向，容易导致文明的故步自封，或

是鼓励国家权力的增长，导致国家过渡干预经济以及行政效率的低下。①

根据以上观点，可以提炼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二：受新教文化传统影响较深的国家，其治理绩效较好。

（三） 殖民遗产与法律传统

发展中国家大多曾是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殖民经历给这些国家留下了深远

的文化和制度遗产。由于英、法、西、葡等国家的殖民政策存在很大差异，是否

某一个宗主国的统治方式相对有利于独立后国家的治理绩效，成为发展研究中

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主张，英帝国的统治经历留下了较多的正面遗产，

其中包括：（１）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政体，相对总统制而言更能确保民主政体的

稳定；（２）英国一般为殖民地的独立做了较充分的准备，首先让殖民地人民建立

自治机构，并逐渐扩大这些机构的自主权，这种渐进式的去殖民化策略有利于

新政权的稳定；（３）英国人建立起了先进的教育体系、高效的文官组织、交通和

通信设施等，为新国家准备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不过，也有不少研究质疑英国

殖民遗产的正面效应，比如有统计分析显示前英属殖民地并没有更高的概率建

成民主体制。②

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是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沿袭了前

宗主国的法律体系。研究者一般将法律体系划分为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前者

在英国的前殖民地广泛使用，后者则是法德等欧陆国家的殖民遗产。普通法系

主要依赖前人的判决案例，法官意见在判决中有较大的权重，注重以公正的程

序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国家侵犯。大陆法系的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重在寻找对

争端的公正解决方案，检方和案件调查官员有较大的自主权。从制度创建的初

衷上看，普通法系重在对主权者权力的限制以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大陆法系

则重在国家建构，为主权者提供管制经济生活的手段。拉·波塔的治理理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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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普通法系对私人产权和个体权利的保护能够增加官僚效率和政府质量。①特

瑞斯曼在解释各国腐败程度差异时也认为，生活在普通法体系下的人们对于程

序正义有着特殊的执着，因此普通法国家能够更好地防止腐败。而在其他法律

文化中，“社会秩序更多依靠的是对等级制和官长权威的尊重，而不是对程序的

坚持”②。

关于殖民遗产和法律传统，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

假设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前英国殖民地的治理绩效好于其他国家。

假设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继承了普通法系的国家治理绩效好于大陆法

系国家。

（四） 社会的族群构成

族群指的是“一个规模比家庭更大、成员身份主要基于共同祖先的血缘联

系的集团”③。一般而言，族群成员间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特征或宗教信

仰，由此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可以为族群的集体行动提供基础。不同国家在族群

的数量和族际关系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现有关于族群问题的研究基本形成了共

识，即族群多样性越高的国家，其治理绩效越低下。④族群构成对治理绩效的影

响机制包括：（１）不同族群在政府应提供何种公共品上存在分歧，每个族群都希

望把资源更多投入到对本方有利的项目上，结果导致公共品供给水平低下；⑤

（２）掌握权力的族群会制定各种限制其他族群权利的措施，使部分人群无法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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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策带来的红利；①（３）在各族群分享权力的社会中，各个地区或政府部门被不

同族群把持，造成潜在受贿者数量增多，且每个族群都不考虑自身腐败对其他族

群的后果，从而使得腐败问题恶化；②（４）族群冲突无法调和时，很可能升级为内

战，其对国家治理的破坏作用无法估量。基于现有文献，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五：族群多样性越高的国家，其治理绩效越差。

四、 国家治理能力来源的实证检验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使用全球各国的当代治理数据来检验以上关于治理能

力来源的理论假设。如第二部分所述，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可以从安全、公共

品提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等方面进行测量。具体而言，本文用来反映安全

治理的变量是凶杀率，即每 １０万人口中因家庭暴力、人际纠纷、帮派争斗等原因

而被蓄意杀害的人数。反映公共品提供的变量包括：（１）饮用水质量，即使用包

括自来水在内的改进后的饮用水源的人口比例；（２）宽带网络普及率，即每 １００

人中订阅了固定宽带网络的人数；（３）受教育水平，即 ２５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

教育年限。反映经济发展的变量包括人均 ＧＤＰ 和 ＧＤＰ 增长率。反映社会公正

的变量是：（１）人均寿命，即当年 ０—１岁婴儿的人均预期寿命；（２）人均卡路里

摄入量。值得一提的是，人均卡路里摄入量是测量收入分配公平，特别是穷人

生活水平改善的理想指标，这是因为较富裕人口的食物摄入量有一定的生理上

限，人均摄入量的提升最有可能反映穷人获得了更多食物。相比之下，基尼指

数的下降可能是由于中间收入群体的壮大，未必体现了穷人收入的提升。③当

然，能够测量所述四个方面治理绩效的指标还有很多，本文基于指标的代表性

和数据的可得性两方面考虑，选取了以上八个因变量。

根据上一节提出的五个研究假设，本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国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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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ａ Ｂｌａｙｄ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ａｙｓｅｒ，“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ａｌｏｒｉｅ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５，Ｎｏ．４（２０１１），ｐｐ．８８７—９０８．



宗教文化传统、前殖民宗主国、法律传统以及族群多样性。其中，对国家历史的

操作化借助于博克斯特等学者创建的“古老国家指数”（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ｄｅｘ）。这些学者将当代国家从公元前 ３５００ 年到公元 ２０００ 年的历史平均分成

１１０个时段（每个时段为 ５０年），每个时段的国家指数取决于三个因素：

（１）是否有一个超越部落组织的政府存在？如果存在得 １ 分，如存在

酋长国得 ０．７５分，如不存在政府得 ０分。

（２）政府是外部强加的还是本地生成的？如果是基于本地的政府得

１ 分，如是外部强加的得 ０．５ 分，如政府受相当程度的外部控制得 ０．７５分。

（３）当代国家的领土面积中多大比例是受这个政府统治的？５０％以上

得 １分，２５％—５０％之间得 ０．７５分，１０％—２５％得 ０．５分，１０％以下得 ０．３分。

通过公式对 １１０个历史时段内国家指数进行加总，可以得出每个国家在公

元 ２０００年时所积累的国家指数。在加总时，距今越近的历史时期所得的权重越

大。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古老国家指数的值域为 ０—１。①

对宗教文化传统的测量依据三个变量：人口中新教徒比例、天主教徒比例、

伊斯兰教徒比例。殖民遗产和法律传统体现为三个虚拟变量：前英属殖民地、

前法属殖民地、普通法系国家。在测量族群多样性时，本文采用的是阿莱辛那

等人构建的族群分裂指数，该指数反映的是人口中随机抽出的两个人来自不同

族群的概率。在定义不同族群时，这一数据库的作者主要考虑了种族上的区

别，同时也兼顾了语言上的差异。②一些自然地理因素可能对国家治理绩效构成

制约，因此在比较不同国家治理绩效时应当控制这些因素。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包括可耕地占全部国土面积的比例、年均降雨量以及是否为内陆国。

由于上述变量在一国的不同时段存在较强的自相关性，部分变量（如族群

分裂指数）甚至不随时间变化，因此采用跨国横断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是较为

理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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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这一指数创建的详细说明，见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Ｂｏｃｋｓｔｅｔｔｅ，Ａｒｅｅｎｄａｍ Ｃｈ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 Ｐｕｔｔｅｒ
ｍａｎ，“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ｒ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７，Ｎｏ．４
（２００２）；Ｏａｎａ Ｂｏｒｃａｎ，Ｏｌａ Ｏｌｓｓｏｎ，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 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Ｓｔａ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ｉｘ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２３，Ｎｏ．１（２０１８），ｐｐ．１—４０。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本研究选取各变量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的均值构成横断面数据。这一方面是

考虑到该时段内的缺失数据较少，同时也可以避免选取单一年份数据所导致的

偶然性。表 １显示了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数据来源。实证分析将首先采

用全体国家的样本，以检验关于国家历史、宗教文化以及族群构成的研究假设。

接下来，为检验关于殖民遗产和法律传统的假设，分析将采用只包含发展中国

家的样本。

表 １　 变量描述统计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凶杀率 １８８ ７．９９３ １１．３５ ０ ８４．４８
人均 ＧＤＰ（对数） １８６ ９．０７８ １．２０４ ６．４５２ １１．７３
增长率 １８９ ２．９１２ ３．７８７ －１９．２８ １５．６４
改善水源 １８８ ８７．０６ １５．８９ ３１．４３ １００
宽带普及率 １９１ ９．４０１ １１．４８ ０．０００ ３３３ ４１
预期寿命 １８８ ７０．６６ ８．４５５ ４７．１ ８３
受教育年限 １４３ ８．０７８ ３．１１７ １．２４１ １３．４２
日摄入卡路里（对数） １６６ ７．９３４ ０．１６ ７．５５４ ８．２２６
自变量

国家历史 １６４ ０．２４６ ０．１７８ ０．０１６７ ０．７４３
天主教徒比例 １９３ ０．２８３ ０．３１ ０ ０．９６５
新教徒比例 １９３ ０．１４６ ０．２０２ ０ ０．９６
穆斯林比例 １９３ ０．２４４ ０．３５８ ０ ０．９９６
普通法系 ２１１ ０．２５６ ０．４３７ ０ １
英属殖民地 ２１１ ０．２９４ ０．４５７ ０ １
法属殖民地 ２１１ ０．１３３ ０．３４ ０ １
族群分裂度 １８８ ０．４３９ ０．２５７ ０ ０．９３
控制变量

可耕地面积 １９０ １４．７３ １３．４４ ０．０７６８ ５９．３３
降雨量 １８９ １ １１８ ７８９．２ ５１ ３ ２４０
内陆国 ２０６ ０．２１８ ０．４１４ ０ １

　 　 资料来源：日摄入卡路里数据来自：Ｌｉｓａ Ｂｌａｙｄ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ａｙｓｅｒ，“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ａｌｏｒｉｅ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国家历史数据来自：Ｏａｎａ Ｂｏｒ
ｃａｎ，Ｏｌａ Ｏｌ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 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Ｓｔａ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ｉｘ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其余数据全部来自：Ｔｅｏｒｅｌｌ，Ｊａｎ，Ｓｔｅｆａｎ Ｄａｈｌｂｅｒｇ，Ｓｒｅ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Ｂｏ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Ｎａｔａｌｉａ Ａｌｖａｒａｄｏ Ｐａｃｈ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ａｔａｓｅｔ，ｖｅｒｓｉｏｎ Ｊａｎ１８，２０１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ｏｇ．ｐｏｌ．ｇｕ．ｓｅ ｄｏｉ：１０．１８１５７ ／ ＱｏＧＳｔｄＪａｎ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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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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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理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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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
全
样
本
）

（
１）

凶
杀
率

（
２）

人
均
Ｇ
Ｄ
Ｐ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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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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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改
善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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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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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预
期
寿
命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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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日
摄
入
卡
路
里

国
家
历
史

－ ９
．８
１０
８

　
１．
３６
１
８


－ ０
．１
８０
６　

１４
．６
１８
７

１０
．９
６０
６

　
１７
．９
５９
９


１．
７６
８
０

０．
１３
５
８

（
－ ２
．０
９）

（
２．
１６
）

（
－ ０
．１
０）

（
１．
８３
）

（
１．
７６
）

（
４．
１９
）

（
０．
９２
）

（
１．
４７
）

天
主
教
徒
比
例

８．
２７
７
３


０．
２３
３
０

－ １
．３
６６
１

－ ０
．６
６９
６

－ １
．２
５１
８

３．
４６
８
６

－ ０
．８
９８
１

０．
０１
５
３

（
２．
３７
）

（
０．
８２
）

（
－ １
．４
５）

（
－ ０
．１
７）

（
－ ０
．４
０）

（
１．
７０
）

（
－ １
．０
２）

（
０．
３７
）

新
教
徒
比
例

１０
．７
００
１

０．
１１
２
５

－ １
．１
７８
９

－ ４
．１
７３
２

１１
．２
１６
３


－ ０
．６
７４
８

－ ０
．９
４５
７

０．
０２
３
４

（
１．
５６
）

（
０．
２３
）

（
－ ０
．８
４）

（
－ ０
．６
２）

（
２．
０５
）

（
－ ０
．２
０）

（
－ ０
．７
０）

（
０．
３６
）

穆
斯
林
比
例

２．
０７
３
０

－ ０
．７
４９
３


１．
０３
８
７

－ １
０．
４２
４
１

－ １
１．
５０
３
３


－ ３
．１
８２
８

－ ４
．１
１４
３


－ ０
．０
１０
４

（
１．
００
）

（
－ ２
．５
６）

（
０．
９３
）

（
－ ２
．６
６）

（
－ ４
．６
２）

（
－ １
．８
７）

（
－ ４
．３
４）

（
－ ０
．２
７）

族
群
分
裂
度

２．
８０
３
８

－ １
．９
４０
５


２．
００
０
７

－ ２
３．
９９
９
７

－ １
６．
９６
７
７

－ １
３．
５８
３
４


－ ３
．４
１４
０


－ ０
．２
５９
４


（
０．
８０
）

（
－ ５
．８
０）

（
１．
７０
）

（
－ ４
．７
９）

（
－ ５
．８
３）

（
－ ５
．４
５）

（
－ ３
．５
５）

（
－ ５
．０
９）

可
耕
地
面
积

－ ０
．０
７０
５

－ ０
．０
１８
４


－ ０
．０
０５
９

０．
０６
０
７

０．
０２
３
９

－ ０
．０
３０
５

－ ０
．０
２２
３

０．
００
０
０

（
－ １
．３
７）

（
－ ３
．３
２）

（
－ ０
．３
３）

（
０．
８０
）

（
０．
４９
）

（
－ ０
．７
８）

（
－ １
．４
０）

（
０．
０４
）

降
雨
量

０．
００
１
５

－ ０
．０
００
２

０．
００
１
３


－ ０
．０
０１
２

－ ０
．０
０３
３


０．
００
０
４

－ ０
．０
００
８


－ ０
．０
００
１


（
１．
２５
）

（
－ １
．４
２ ）

（
３．
０８
）

（
－ ０
．５
７ ）

（
－ ２
．７
１ ）

（
０．
４６
）

（
－ ２
．２
７ ）

（
－ ２
．８
５ ）

内
陆
国

－ ０
．２
８１
０

－ ０
．７
２８
５


２．
４７
７
３


－ ６
．６
８８
１


－ ４
．６
２５
９


－ ５
．７
１７
７


－ １
．０
７３
１

－ ０
．１
０９
０


（
－ ０
．２
１）

（
－ ３
．５
９）

（
３．
２５
）

（
－ ２
．４
２）

（
－ ２
．３
２）

（
－ ３
．７
４）

（
－ １
．４
１）

（
－ ３
．５
４）

调
整
后
Ｒ２

０．
１２
０

０．
４０
１

０．
１３
０

０．
２８
８

０．
４３
０

０．
４４
６

０．
２７
５

０．
３６
８

观
察
值
数

１４
８

１４
８

１４
９

１４
８

１４
９

１５
１

１２
８

１３
８

　
　
注
：
括
号
中
为
ｔ值
，
使
用
稳
健
标
准
差
。

ｐ＜
０．
１０
，

ｐ＜
０．
０５
，


ｐ＜
０．
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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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２
．４
３８
３

０．
１９
０
４

　
２．
６７
１
５　

１０
．８
０６
０　

－ ３
．３
８６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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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展示的是全样本的分析结果。首先，国家历史对于多项治理指标有着

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国家形态存在时间较长的社会中，凶杀率较低，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人们的预期寿命较长，饮用水质量和宽带覆盖率也较高。比如，国家

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０．１７８），全国能饮用改善水源的人口百分比将增加 ２．６，

人均预期寿命将增加 ３．２ 年。这为假设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次，就宗教

文化的影响而言，并未发现新教文化对治理绩效有广泛的影响。除宽带普及率

外，新教徒比例对其他治理指标的作用在统计上都不显著。不过，结果显示穆

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在公共品提供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明显滞后，可见伊斯兰

教比新教对治理结果有更直接的影响。再次，族群分裂对治理的负面作用极为

显著。族群分裂程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０．２５７），宽带普及率将下降 ４．４ 个百分

点，人均预期寿命将减少 ３．５年，人均受教育年份将减少 １．１ 年，等等，这和假设

五是高度一致的。此外，我们发现缺乏出海口对治理绩效构成了严重的制约，

内陆国在大多数指标上都明显落后于拥有海岸线的国家。

表 ３报告的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析的结果，模型中加入了法律传统和前

殖民地的变量。统计发现，前英国殖民地并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治理得更好，

甚至在人均预期寿命上大大低于对照组国家，假设三因此不能成立。值得注意

的是，前法属殖民地在五项治理指标上显著落后于对照组国家。①可见，殖民遗

产是重要的，英国的殖民统治虽不能带来多少正面的影响，但其留给独立后国

家治理能力的负面遗产远远小于法国。②同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普通法传统能

增强国家的治理绩效，假设四也未得到支持。

在表 ３中，国家历史对除预期寿命以外的指标影响均不显著，表示该变量在

发展中国家样本中的影响不大。这说明，表 ２ 中国家指数的重要作用可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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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使用了“英属殖民地”和“法属殖民地”两个虚拟变量，表 ２中模型的对照组是未被
英法殖民过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只在模型中使用“英属殖民地”这一个虚拟变量，即将前英属殖

民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对比，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英国殖民的经历对当代治理有正面作

用。如果只使用被殖民过的发展中国家做样本，可发现被英国殖民的经历对治理绩效无影响，

而被法国殖民的经历有若干负面影响。

如果在模型中加入是否有过被殖民经历的虚拟变量，那么可发现被殖民过的发展中国

家治理绩效显著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被殖民的经历本身造成了恶劣影

响，因为非西方社会是否被殖民具有高度内生性，具有较强治理能力的国家不易被殖民。



地来源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历史上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平均国家

指数是 ０．２８，高于发展中国家的 ０．２３。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指数普遍较低，指

数对治理绩效的作用不易被观察到。此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新教徒的数量

越多，国家治理的各方面表现反而越差。人口中穆斯林的数量依然与治理绩效

呈现负相关，但负面作用不如表 ２中体现得那样明显。最后，族群分裂度对治理

的负面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依然稳健。

对实证研究的结果作一总结：在全样本中，悠久的国家历史对于当代治理

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治理绩效上的差异一定程度

上是国家历史的差距所导致的。族群分裂度越高，治理绩效普遍越差，这在全

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中都有充分的展示。宗教文化、法律传统以及殖民遗产

对治理能力的影响与理论假设有较大出入。首先，新教徒比例对治理绩效的作

用不大，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甚至呈现负面作用。穆斯林比例对多项治理指标

有负面作用，这在全样本分析中较为明显。其次，没有证据限制普通法传统对

发展中国家治理有任何影响。最后，前英属殖民地并未展现出更好的治理绩

效，但被法国殖民的经历给发展中国家留下明显的负面遗产。

五、 结语：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国家治理

本文将政治发展理解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并试图探究国家治理能力

的深层次起源。与过往的研究依赖主观评估指数不同，本文依据客观结果来

测量治理能力，并且主要关注长时段的结构性因素。在本研究的时间范围

内，这些结构性因素可以被认为是给定不变的，因此可以避免解释变量的内生

性。研究发现，国家形态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来源，前

现代社会所积累的制度记忆和官僚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代社会的治理。

同时，分裂的族群关系极大地制约着治理能力的发展，该发现和此前研究的结

论保持一致。然而，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经历和普通法传统并不能给发展中国

家带来更好的治理能力，这对学界的主流观点构成了挑战。应当指出，此前对

治理能力的研究大多采用了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或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等主

观指标，而这些指标相当程度上是依据英美的制度传统构建的。由于指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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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客观性，此前的研究者很可能错误地强调了英美治理模式和法律传统的正

面作用。

运用比较的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治理能力的历史文化根

源。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国家传统，根据博克斯特等人所构建的“古代国家指

数”，中国的国家历史在 １１９ 个有数据的国家中排名第一。①中国在秦汉时期出

现了大一统的局面，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官员产生的方式由世袭变为中央

政府任命。历代统治者不断吸收前朝兴亡的教训，对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进行

改革和调适，以适应变化的外在环境。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扩大

了官僚系统的开放性，增强了官员的能力素质和社会代表性。中原地区的王朝

虽然屡次经历了外族的武力征服，但新政权必须大量吸纳被征服者的文化和制

度来维持其统治。中国人历来重视以文字记载历史和典章制度，这为后来的政

治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和制度模板。现代中国的治理体系，必须放在

中华文明漫长的国家传统的背景下进行理解和分析。

当代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巩固统一的

国家认同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先决条件。汉民族形成于 ２２００多年前的汉朝，主要

居住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地区。历史上，汉族与周边民族不断地接触、杂居

和交融，各民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历史记忆等领域相互吸收、相

互包容，逐渐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近代以来，中国人

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②新中国成立后，民

族平等作为一项根本性政策被写入宪法，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成立自治地区，

实行区域自治，而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融合持续进行。总体来

看，和谐的民族关系和对中华民族的深层次认同使中国避免了严重的族群对立

和冲突，这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

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明以儒家精神为主体，对佛家、道家等思想

源流兼收并蓄，形成了绵延几千年而不中断的文化传统。儒家文明的起始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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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Ｂｏｃｋｓｔｅｔｔｅ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Ｂｏｃｋｓｔｅｔｔｅ，Ａｒｅｅｎｄａｍ Ｃｈ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 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ｒ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７，Ｎｏ．４（２００２），ｐ．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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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经由周公的“制礼作乐”和孔孟的著书立说而

发扬光大。儒家文明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而且对形成中国特

色的治理体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①

第一，儒家学说追求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其关注点在于现世的生活，而不

是对于鬼神的信仰。孔子学说教导人们要“敬鬼神而远之”②，“不语怪力乱

神”③，因此中国文化始终不以宗教信仰为中心。对人的价值的推崇以及务实的

生活态度，让中国避免了其他文明中屡见不鲜的宗教冲突和战争，而将更多精

力用于现世生活的改善。

第二，儒家学说建构了一个以血缘、家庭为核心，逐级扩展到天下社会的伦

理体系，人的本性总是最亲爱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但同时又要将这种爱推广到

较为疏远的人群，乃至于整个家国天下。由此形成的偏重家庭和集体主义的文

化传统，让个体和社会成为一个互助互动的有机体，有利于养成社会资本和降

低集体行动的成本。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得中华文

明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第三，儒家学说主张贤能政治，治理国家的领袖必须具有超常的道德操守

和人格修养。中国文化因此很难接受“唯票是举”的选人制度，而是通过组织人

事部门长期的观察和考核，根据“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领导人。在

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大行其道而又频频酿成苦果的时代，注重选贤任能的儒家

传统不能不说是一剂拨乱反正的良药。

第四，儒家学说要求伦理秩序中的人们各安其分、各尽其职，由此实现社会

的和谐。与强调个人自由的西方文明相比，儒家认为接受宗法秩序的节限，并

在其中怡然自得，才是真正的自由。儒家所倡导的和谐并不是强求人的同质

化，而是主张差异化的个体彼此谦让、忍耐和包容，最终融合为“和而不同”的理

想状态。为了实现这种和谐状态，个人自由不能被绝对化，在儒家学说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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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儒家传统复兴与国家治理精神重建》，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３年第 ８期；
高述群：《论儒家文明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载《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

《论语·雍也》。

《论语·述而》。

高述群：《论儒家文明的历史地位与现代意义》，载《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 ２期，第 ２１页。



政府有更多的正当性干涉个体行为以维持社会的秩序。①当然，任何一种文化对

于国家治理的影响都是复杂而多面的，文化特性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后人对它的

发挥和阐释。总体来看，经过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冲击和调适，以儒家文明为主

体的中国文化基本实现了和现代社会的和谐共处，其对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正

在逐步显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

国领导人的正确决策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同时，本文认为在较长历史时期

中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对理解中国政治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漫长的中央集权

国家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和制度记忆，儒家学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

文化心理，形成了以人为本、胸怀天下、选贤任能、以和为贵的价值体系，而兼容

儒释道的中华文明又塑造了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爱国情感。当面临西

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威胁时，政治发展较为成熟的中国通过历次自强运动避免了

被全面殖民的命运。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模仿具体的制度设计或政策举

措并不难，但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对于政治发展的深层影响，却往往是政治领

导人所无法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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